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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使用 CFPS2012、2014和 2016年三期微观调查数据集从入学方式的角度研

究了义务教育阶段教育公共服务供给方式对家长教育满意度的影响，并对相关影响机制进

行了探讨。实证结果表明，与其他入学方式相比，子女入学方式为就近入学的家长教育满

意度更高。本文从多个角度对该结论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验证结果均表明该结论是

稳健可信的。分组检验表明，义务教育阶段入学方式对家长教育满意度的影响还因子女入

学阶段、学校类型、城乡之间存在差异。进一步机制检验发现入学方式的不同可能会通过

影响子女上学路上所花时间、睡眠时间、家长与子女的相处状况、家庭福利状况等途径影

响家长教育满意度。本研究将为我国政府制定和评价教育公共服务政策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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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

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这已经成为阻碍我国人民追求日益美好生活

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在公共服务领域，提供满足公众需求的公共服务恰恰是解决人民日

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矛盾的具体体现，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的应有之义。虽然我国政府在公共服务领域进行了巨大投入，公共服务水平有了一定程度

的提高，但是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公众的公共服务需求是在不断变化的，再加上我

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新常态”阶段，经济和财政收入增速趋缓，政府在公共服务供给方

面将面临新的压力和挑战，在此背景下探索进一步提升公共服务供给绩效的路径不仅具有

重大的理论价值，更具迫切的现实意义。

作为公共服务供给的主体，长期以来我国政府实行的是自上而下的层级治理模式，在

公共服务供给决策方面，政府的偏好和判断往往居主导地位，较少的考虑到老百姓的需求

和偏好，在这种情况下，难免会出现政府公共服务投入规模很大，老百姓不买账的窘境。

有学者提出，造成这种公共服务供给效率底下的原因可能是公共服务供给方式过于单一，

缺乏竞争机制，公共服务不能仅通过政府提供，应该让市场及第三方参与进来，对于某些

公共属性较弱的公共品的提供方式应考虑通过合同承包、项目合作、租赁或者特许经营等

方式来完成。本文认为，先抛开具有公共属性的公共服务的供给是否合适引入市场机制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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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来讲，这种供给方式的改变本质上是从宏观上进行的调整，短期内很难凑效。实际

上对于公共服务接受者来说，与离他们相对较远的供给相比，他们最关心的是如何能获得

公共服务以及获得公共服务的数量和质量。这种意义上的供给方式，其实是公共服务供给

链条中的最后一环，类似于我们经常提到的公共服务“最后一公里”，即最终采用什么方式

供给才能使老百姓真正获得所需的公共服务，也只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才能最终提高公众

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从根本上达到改善民生的目的。

本文的研究视角将公共服务供给方式更加具体化，更类似于对于某一项公共服务具体

该如何提供给公众。理论上，最优的公共服务提供应该最大化居民的公共服务满意度（高

琳，2012）。为此，本文将利用具有全国代表性的 2012-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

集，选取义务教育供给方式作为切入点，通过引入居民教育满意度，考察教育公共服务供

给方式对公众教育满意度的影响，并试图探究相关影响机制，从而为教育公共服务供给改

革提供依据，对已有文献做出补充和发展。文章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是引言，第二

部分是相关文献回顾，第三部分是数据与模型，第四部分是关于实证结果的讨论，第五部

分是主要结论及政策含义。

二、文献回顾

什么是公共服务供给方式，学界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归纳起来，现有文献关于公

共服务供给方式的研究角度有以下两种。

第一类研究从公共服务该由谁来提供展开公共服务供给方式的研究，其实讨论的就是

公共服务该由哪个主体供给（姚轩鸽，2016；胡税根、翁列恩,2017）。因为公共服务属于

公共物品，其公共性决定了它的供给将有别于私人物品的供给，究竟该由谁来供给公共服

务，才会保证公共产品供给的质量与数量，从而最大限度地增进全社会和每个国民的福祉

总量存在着不同的观点。一般认为因为公共服务公共成本很高，种类又很多，只能由政府

进行提供。Tiebout（1956）提出“用脚投票”机制能够保证地方政府按照居民的意愿供给

公共品，实现公共物品配置的帕累托最优。那么是中央政府提供更有效还是地方政府更适

合提供公共服务，相关研究也进行了讨论。Bird（1993）认为地方政府更接近当地民众，

拥有更多的信息优势，可以更有效地提供公共服务，以满足本地居民的需求。然而也有研

究认为地方政府在民生性公共服务供给方面往往缺乏激励。由于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的冲

击以及以 GDP为标准的官员考核机制的存在，与非经济性公共服务相比，地方政府更愿意

进行生产投资（乔宝云等，2005），把更具选择空间的预算外支出主要花在基础设施建设方

面（平新乔、白洁，2006）。市场化供给者认为市场机制比政府提供要更有效（Bel & Fageda，

2017；Boardman et al，2016；Brunjes & Kellough，2018）。Lecy & Van Slyke，（2013）认

为由于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公共服务的供给与需求之间不能进行有效对接，为社会组织

参与公共服务提供了存在的空间，在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具有较强的参与性和创新性，可

以满足多层化、多元化和异质化的公共服务需求，也能够显著降低公共服务供给成本，减

轻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成为政府在公共服务领域的合作伙伴。社会组织参与提供公共服



务能够有效提供公共服务供给和供给质量（王浦劬，2015），并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郁

建兴、沈永东，2017）。

第二类研究认为公共服务供给方式是公共服务供给的方法或者说具体路径，是供给主

体自己生产还是通过合同承包、项目合作、租赁或者特许经营的方式来完成，这种认识更

类似于公共服务的中间过程。如英国采取“公私合作式”供给方式，实现“服务外包”、“政

府购买”。美国政府以其开放性，充分引进不同社会主体参与服务的供给（潘华，2015）。

新西兰政府构建以竞争和绩效为核心、引入契约主义和市场机制完善公共服务供给（彭婧，

2015）。Petersen et al（2015）与Wang et al（2018）的研究表明政府与服务承接方之间的身

份差异会降低公共服务购买有效程度，但它却能够在其他方面提升服务外包有效性。而在

公共服务购买的整个过程之中，社会力量进入到公共服务供给体系中，有助于实现公共服

务供给多元化（Bel & Gradus，2018）。韩清颖、孙涛（2018）通过对我国 153个公共服务

购买进行分析，得出整体上公共服务购买是有效的结论。王佳（2018）从财政风险的视角

下对 PPP模式在公共服务领域的应用进行了评估和分析。

在探讨完什么是公共服务供给方式之后，另一个不得不回答的核心问题是该如何评价

这些公共服务供给方式的效果呢？因为我们研究以上公共服务供给方式的目的之一就是如

何提高公共服务供给绩效。由于公共服务没有价格或价格不能反映真实的成本，衡量公共

服务供给效率本身便成为一个难题。许多研究将公共部门看作是生产公共服务或产品的决

策主体，同时只考虑公共部门在既定产出下投入最小化或在既定投入下产出最大化的生产

决策问题，采用在企业效率评估中广为采用的包络数据分析（DEA）来评价公共服务供给

效率（龚锋，2008）。张鸣鸣（2010）运用 DEA方法对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进行纵

向评估，并深入研究数年来的财政投入状况，分析其趋势和规律。陈刚、赖小琼（2015）

基于以产出为导向的三阶段 DEA方法阐释了 2003-2013年我国 31 个省市基础公共服务供

给绩效的差异。韩军、刘学芝（2019）基于超效率 DEA方法测算中国省级公共文化服务

供给效率。另一种则是近些年来兴起的公共服务满意度。在福利经济学文献中，主观满意

度是衡量个体福利水平的重要指标，而公共服务满意度则可以很好地反映居民的公共服务

需求信息（高琳，2012）。高琳（2012）以公众公共服务满意度衡量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务供

给绩效，检验了分权体制下县级政府财政自主权对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影响。王伟同等（2016）

基于民生满意度视角对我国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绩效进行了评价。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发现，虽然公共服务供给方式方面的研究比较多，但大都研究角

度较为宏观，且定性研究较多，从微观视角探讨公共服务供给方式的研究相对较少，即公

共服务服务最终通过什么方式到达公众手里以及这种公共服务供给方式会对公共服务绩效

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的研究稍显不足。也正是基于此，我们选取了公共服务的一个领域——

教育，选取义务教育供给方式作为切入点，通过引入居民教育满意度，考察教育公共服务

供给方式对公众教育满意度的影响，并探究了其中的影响机制，从而对已有文献做出补充

和发展。之所以选择义务教育入学方式，是因为教育是与公众生活息息相关的，能够切身

体会到的公共服务，公众对教育的满意度评价更具可信性，而且入学方式相关的基础研究

比较丰富（Abdulkadiroğlu et al, 2011,2015;Deming et al，2014；Hamnett & Butler,2013；Hsieh

& Urquiola, 2006；Willie et al, 1996; 陈钊、徐彤，2011；冯皓、陆铭，2010；陆铭、蒋仕



卿，2007），基本都是从各种入学方式的利弊或对某一方面的影响进行探讨，将入学方式作

为教育公共服务供给方式并从该角度研究其对公众教育满意度评价的影响和机制的研究几

乎没有，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已有研究在理论和实证上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经验支持。

三、数据与模型

（一）数据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CFPS

是由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实施的具有全国代表性的大型微观入户调查，该调查

旨在通过对全国代表性的样本家庭进行跟踪调查来反映中国社会、经济、人口、教育和健

康的变迁，为学术研究和公共政策分析提供数据支持。CFPS目标样本规模为 16000 户，

调查对象覆盖全国（不含香港、澳门、台湾以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藏自治区、青海省、

内蒙古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海南省）25个省份/市/自治区，代表了中国 95%的人口，

数据极具全国代表性。CFPS 调查问卷共有社区问卷、家庭问卷、成人问卷和少儿问卷四

种主体问卷类型，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发展出针对不同性质家庭成员的长问卷、短问卷、代

答问卷、电访问卷等多种问卷类型。基于本文所研究的问题，本文选取了 2012、2014 和

2016年三期 CFPS家庭问卷、成人问卷和个人问卷，并对原始数据做了如下处理：首先，

我们根据少儿问卷中父母在调查中的编码将成人问卷与少儿问卷相匹配，其次，根据匹配

好的数据中家庭编码与家庭问卷进行匹配。由于本文研究的是义务教育阶段子女入学方式

对家长教育满意度的影响，所以我们将少儿样本限定在在调查期间仍在上学且所上学阶段

为小学或初中。由于存在某些家庭有多个子女同时处在义务教育阶段，对于这类样本我们

做了如下处理，如果该家庭子女入学方式均一致那么随机保留一个子女信息，如果子女入

学方式不一致则将该家庭样本删除
①
。最后，为了保证数据的可信性和分析结果的准确性，

我们又剔除了个别关键变量缺失及变量数值异常的样本数据，最终整理出了 11317条有效

观测数据，其中 2012年 4130条，2014年 3841条，2016年 3346条。结果分析中用到的其

他数据来自于 2012、2014、2016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相关省、市、县统计年鉴。

（二）变量选取

实证分析中的被解释变量教育公共服务满意度取自历年 CFPS中的问题：“您认为以下

问题在我国的严重程度如何？0代表这方面的问题在我国不严重，10代表非常严重，请您

选择一个数字表示您的态度”。问卷提供了政府廉政问题、环境保护问题、贫富差距问题、

就业问题、教育问题、医疗问题、住房问题、社会保障问题共 8个项目，居民的打分从 0

到 10。该得分反映了居民对民生状况的不满意程度，居民认为民生问题越严重则其对民生

的满度就越低，反之，如果居民认为民生问题不严重则其满意度就越高。为了便于分析和

解释，本文借鉴王伟同等（2016）的做法，用 10减去原始打分数值，从而得到对应的从 0

①
经测算，2012、2014和 2016年 CFPS中删除的这类样本占所使用的义务教育阶段样本总

量比例分别为 2.3%、2.1%和 3.1%，所占比例比较少。



到 10居民对民生状况的满意度得分，该变换后的打分表征居民对某一民生领域的满意程度。

鉴于本文研究的视角，本文选取变换后的教育问题打分来测度居民对政府提供的教育公共

服务的满意度水平。另外需要说明的是教育公共服务本身包括的范围比较大，包括学前教

育、义务教育、高中教育、高等教育、特殊教育等，随之所对应的教育满意度的含义也将

非常广泛，如果不把问题聚焦到某一方面必将降低研究结论的可信度。于是我们将研究主

题按照公共服务﹥教育﹥义务教育﹥入学方式一步一步的缩小聚焦，使得教育满意度尽可

能的代表居民对政府提供的教育公共服务的真实态度。按照这个思路我们将样本聚焦到了

有子女正在义务教育阶段接受教育的父母，因为他们的子女正在接受义务教育，作为子女

教育很关键的阶段，子女如何接受到这种公共服务，接受的效果如何，作为父母他们对教

育公共服务的评价更加可信，他们对当前教育公共服务供给做出评价时无疑将会与子女正

在接受的教育相结合，这样以来他们做出的评价相比于其他人对教育公共服务做出的评价

更加精确。

关键解释变量为正在接受义务教育的少儿的入学方式，来自于历年 CFPS 中家长代答

部分的问题：“孩子是如何进入这所学校/幼儿园/学前班/托儿所就读的？”。其中，入学方

式有就近入学、电脑派位、考成绩优异或特长考取、交赞助费或借读费
①
、托熟人、找关系

和其他共 6个选项。由于在样本中除就近入学外，其他 5种入学方式的样本量比较少，而

且本文主要也是为了比较就近入学与其他入学方式对家长教育满意度的影响，所以在实证

分析中，我们将第一种选项就近入学定义为就近入学，将考成绩优异或特长考取、交赞助

费或借读费、托熟人、找关系三种入学方式的样本的入学方式统一定义为非就近入学
②
。

参照现有文献，本文还加入了少儿父母的个体特征变量
③
、家庭特征变量和地区特征变

量等一系列控制变量。个体特征变量包括年龄、年龄的平方、民族、婚姻状况、健康状况、

性别、受教育年限，此外还控制了是否拥有本地户籍，由于我国户籍制度的存在，户籍在

当代中国代表着一种 “身份”（陈钊、徐彤，2011），如果不拥有本地户籍则不能与当地居

民享受到同等水平的基础教育等公共服务，那么是否拥有本地户籍对教育满意度的影响是

否有差别，本文将在实证部分进行验证。家庭特征变量主要控制了家庭人口规模、子女数

量、家庭净资产和上一年度全部家庭纯收入。地区层面特征变量包括地区人均 GDP、人口

规模、人口密度和生均教育支出。其中，之所以选择人均 GDP 是因为人均 GDP 比 GDP

更能反映一个地区的经济发达程度，从而捕捉经济增长对人们教育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冲击。

人口规模和人口密度用于捕捉公共服务供给的规模经济效应（王伟同、魏胜广，2016），虽

然更高的人口规模和更大的人口密度更有可能获得规模经济的益处，但它们对教育满意度

具有何种影响并不确定，本文也将在实证部分进行验证。除控制了上述变量外，我们还加

① 问卷中对该选项中的“赞助费或借读费”定义为学校向跨学区就学的学生收取的费用。
②
电脑派位指如果学生未参加择校或者择校不成功，则教委会默认按学籍由电脑根据个人意

愿和客观条件（主要是住址、户口）进行随机分配学校。根据该定义可知电脑派位并不是严

格意义上的就近入学，另外入学方式为其他的在数据集中并不能知道具体的入学方式，故分

析过程中将两类样本剔除。
③ 由于我们要研究的是义务教育阶段的少儿入学方式对父母教育满意度的影响，所以文章

的数据结构是少儿库中的少儿与成人库中的父母分别进行匹配，因此在此后部分的数据分析

中是对父母的个人特征分别进行控制，而不是只控制户主或只控制一方。



入了地区的虚拟变量
①
，因为我国东中西不同地区之间不仅在经济发展等方面存在差异，而

且中央政府出于大局的考虑，往往会在政策方面对中西部地区实行倾向性政策，所以控制

该地区变量以进一步捕捉不可观测的地区效应（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2015）。

（三）模型设定

为检验义务教育阶段子女入学方式对家长教育满意度的影响，本文建立如下计量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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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其中，下标 i，j，t表示 t年 j地区的个体 i。Sat表示教育满意度，Nearby为核心解释

变量是否就近入学，X为其他控制变量，包括个体所在地区层面控制变量、个体特征和家

庭特征等控制变量，为了控制空间异质性和时变特征，在模型中同时控制了地区和年份变

量，��Ёl为随机干扰项。系数��表示不同入学方式而导致的教育满意度的差异
②
，该系数符

号及其显著性是本研究关注的重点。在回归方法上，本文采用面板随机效应模型，主要原

因在于固定效应只能估计随时间变化的自变量的系数，对于不随时间变化的变量在模型估

计过程中会被舍去，而我们研究的问题中包含性别、受教育程度等不随时间变化的变量，

而且核心解释变量入学方式在研究期内变动很小，对大部分样本来说基本不变化，若采用

固定效应模型得出的估计结果可信度大大降低。而随机效应模型允许不随时间变化的变量

加入模型，可以充分利用所有观测值的信息进行模型估计，所以本文的估计结果均采用随

机效应模型。

表 1给出了主要变量的定义及统计性描述，可以发现调查样本中教育满意度水平均值

仅为 3.775，还达不到 5，说明我国居民对政府提供的教育公共服务满意度水平普遍比较低，

我国政府现阶段所提供的教育公共服务还需进一步改进。

表 1 样本的描述性统计（样本量=11317）

变量名 定义 观测值

个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Satedu 教育满意度 11317 3.775 2.727 0 10
Nearby 如何入读该校，就近入学

=1
11317 0.843 0.364 0 1

Hukou 户口所在地是否在本县/
市/区，是=1

11317 0.973 0.161 0 1

Age_adult 少儿父/母的年龄 11317 38.883 5.533 26 57
Gender_adult 少儿父/母的性别，男=1 11317 0.481 0.500 0 1

Health 身体健康状况 11317 2.852 1.137 1 5
Marriage 婚姻状态，在婚=1，其他

为0
11317 0.973 0.162 0 1

Nation 民族，汉族=1，少数民族 11296 0.921 0.270 0 1

①
根据我国地区划分标准将调查样本所在省份划分为东中西三个地区。

②
此处入学方式为二值虚拟变量，就近入学为 1，其他入学方式为 0。



=0
Edu_year 受教育年限，单位：年 10538 8.013 4.176 0 20
Lnfincome 上一年度家庭净收入的对

数

10991 10.540 1.098 1.386 15.618

Lnasset 上一年度家庭净资产的对

数

11040 11.618 4.297 -13.816 17.344

Familysize 家庭人口规模，单位：人 11299 4.690 1.647 1 17
Child num 子女数量，单位：人 11310 1.876 0.732 0 10
Lnpgdp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对数 11163 10.487 0.678 8.773 12.579
Lnpeople 人口规模的对数 11163 6.171 0.627 4.515 8.123
Lndensity 人口密度的对数 11163 6.011 0.853 4.033 7.869

Lnedu_outcom
e

生均教育支出的对数 11163 9.150 0.605 7.464 11.092

Zhongdian_sc
hool

是否为重点学校，是=1 10956 0.247 0.431 0 1

Zhongdian_cla
ss

所在学校是否划分重点

班，是=1
11245 0.251 0.434 0 1

Chinese_score 语文成绩，单位：分 11271 78.443 9.431 60 90
Math_score 数学成绩，单位：分 11270 78.579 10.104 60 90

Score 语文成绩与数学成绩之

和，单位：分

11265 157.012 17.614 120 180

Hukou_change 是否为入学该户口/住址，

是=1
11317 0.044 0.206 0 1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 2012-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2-2016 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整理

四、经验分析

（一）基准回归

表 2汇报了基本模型的逐步回归结果，我们主要关心就近入学这一变量前面系数的符

号和大小。（1）列为二元回归结果，（2）-（5）列我们依次控制了少儿父母的个人特征、

家庭特征、城市特征、地区特征和时间特征。可以发现在（1）-（5）列中我们关心的关键

解释变量是否就近入学的系数都为正，且均在 1%的水平上显著，其系数说明入学方式为

就近入学的家长教育满意度水平普遍高于其他方式入学的少儿家长教育满意度水平，即就

近入学方式比其他入学方式更让家长满意。我们猜测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相对于就近入

学的少儿，非就近入学的少儿由于各种条件限制，无法像前者一样公平的享受到均质的义

务教育，而是需要通过其他渠道去争取，这种争取的过程可能会对家长的福利造成一定的

损失，即为了能上目标学校，家长们需要缴纳高昂的所谓“择校费”或者“借读费”、托人

找关系的“人情费”、以及其他非就近入学而产生的额外费用，减少了原本需要花在其他地

方的钱，进而减少了其福利效用。另外，就近入学与其入学方式本身存在着一些利好：根



据就近入学划分学区的原则，就近入学相比其他入学方式来说孩子从家到学校的距离相对

较近，路上所花时间更短，这样不仅可以保证孩子有更多的时间休息或参加课外活动（中

国教育科学研究院，2015）①
，而且可以降低孩子在上学路途中发生危险的可能（Armstrong

& Manion, 2006），从而使得家长更加放心。

从其他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来看，是否具有本地户籍的系数在（2）-（5）列均显著为

正，即本地居民教育满意度水平普遍高于不具有本地户籍的外来居民，这可能正如我们所

推测的，户籍在当代中国代表着一种“身份”，如果不拥有本地户籍则不能与当地居民享受

到同等水平的基础教育等公共服务，从而导致外来人口的教育满意度普遍低于本地人口。

性别的系数在（2）-（5）列回归中均显著为正，即平均来说，男性教育满意度高于女性，

这可能与男女在家庭中的分工有关，与更多关注事业的男性相比，女性关注家庭事务更多

一些，对子女教育的变化更加敏感，期望更高，从而对于现阶段子女所享受到的教育公共

服务具有更低的满意度水平。家长受教育年限的系数在（2）-（5）列中均在 1%水平上显

著为负，且比较稳健，表明家长的受教育程度可以显著预测其教育满意度，即随着家长受

教育年限的增加，其对政府提供的教育期望水平也越高，从而导致家长对教育公共服务的

满意度水平不断降低。

另外，生均教育支出的回归系数在（4）-（5）列均显著为负，表明生均教育支出的增

加不但不能提高家长教育满意度水平，反而会进一步降低家长教育满意度水平。该结果似

乎有违常理，因为一般情况下较高水平的公共服务供给才能带来公共服务满意度水平的提

升，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提高又离不开公共支出规模的扩大，基于这一逻辑，近年来我国

政府不断提高教育财政支出规模，然而事实上我国公民的教育满意度水平不仅没有提高反

而出现了下滑的趋势。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有两点：一是教育财政支出水平的提高仅

仅表明教育公共服务的投入在加大，而教育公共服务要被居民使用终究要将投入转化成产

出，高投入是否意味着高产出，即公共服务支出是否有效率，这一问题也是学术界长期以

来争论的热点；二是即使投入-产出是有效率的，那么公共服务的使用者是否能有效的享受

到高水平的公共服务也是未知的。与离人民生活较远的财政投入相比，居民最关心的是如

何能获得该公共服务以及获得该公共服务的数量和质量。所以，之所以会出现教育财政支

出增加而居民教育满意度下降是由于居民实际获得的教育公共服务水平并没有得到改善或

者改善幅度与其预期存在差距，使得人民感到政府在教育上的财政支出是无效率的，甚至

是一种浪费，从而产生不满，进而降低了人们的教育满意度水平。三是我国教育事业发展

已经跨越了保障适龄儿童人人都能有学上的阶段，现阶段大家顾虑的不再是孩子是否能有

学上的问题，而是子女是否能上好学的问题，所以现阶段面对政府持续的加大教育投入规

模局面，家长们的教育满意度水平不仅没有不断提高，反而出现了下降。

表 2 基础回归

(1) (2) (3) (4) (5)

①
根据我们的测算，平均来说，与非就近入学的少儿相比，就近入学的少儿起床时间晚 14

分钟，睡觉时间早 1分钟，上学路上所花时间少 7.7分钟；将寄宿生排除后，以上时间分别

为 8分钟、16分钟、3.3分钟。



Satedu Satedu Satedu Satedu Satedu
Nearby 0.233***

(0.070)
0.248***
(0.071)

0.269***
(0.072)

0.278***
(0.073)

0.276***
(0.073)

Hukou 0.361**
(0.148)

0.396***
(0.152)

0.361**
(0.156)

0.350**
(0.156)

Age_adult -0.035
(0.055)

-0.040
(0.056)

-0.041
(0.057)

-0.040
(0.057)

Age_adult2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Gender_adult 0.328***
(0.058)

0.341***
(0.059)

0.353***
(0.060)

0.353***
(0.060)

Health -0.035
(0.025)

-0.039
(0.026)

-0.035
(0.026)

-0.034
(0.026)

Marriage 0.200
(0.167)

0.211
(0.173)

0.198
(0.174)

0.197
(0.174)

Nation 0.092
(0.104)

0.059
(0.106)

0.017
(0.109)

0.028
(0.110)

Edu_year -0.067***
(0.007)

-0.067***
(0.008)

-0.068***
(0.008)

-0.068***
(0.008)

Lnfincome -0.005
(0.026)

-0.005
(0.027)

-0.006
(0.027)

Lnasset -0.004
(0.007)

-0.006
(0.007)

-0.006
(0.007)

Familysize -0.006
(0.018)

-0.013
(0.018)

-0.013
(0.018)

Child_num -0.043
(0.042)

-0.059
(0.043)

-0.063
(0.043)

Lnedu_outcome -0.194***
(0.068)

-0.219***
(0.074)

Lnpgdp 0.047
(0.068)

0.044
(0.074)

Lnpeople 0.108*
(0.061)

0.125*
(0.063)

Lndensity 0.056
(0.049)

0.038
(0.055)

Central -0.087
(0.079)

West -0.084
(0.079)

Year2014 -0.932***
(0.056)

-0.898***
(0.058)

-0.903***
(0.061)

-0.833***
(0.065)

-0.821***
(0.066)

Year2016 -0.625***
(0.059)

-0.658***
(0.064)

-0.633***
(0.067)

-0.551***
(0.073)

-0.536***
(0.074)



Constant 4.080***
(0.072)

3.922***
(1.097)

4.201***
(1.161)

4.665***
(1.305)

4.954***
(1.331)

N 11,317 10,518 10,005 9,869 9,869
注：（1）*、**和***分别表示 10%、5%和 1%的显著性水平；（2）括号中的标准误是稳健性标准误。

（二）稳健性分析

1.将城市层面数据替换成县级层面。在我国现行的分权体制下，县级政府承担了主要

的公共服务提供责任，尤其是在基础教育、基础卫生、社会保障领域，县级政府是基础教

育公共服务的最直接提供者，学区的划分及就近入学政策具体细节的执行也都是县级政府

进行操作的。所以为验证相关结论的稳健性，我们将城市层面数据替换成县级层面数据
①
，

具体包括生均教育支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人口密度、人口规模，由于教育支出等数据

在现有官方公布的统计年鉴及公报中只有市本级和部分县级层面数据，大部分市辖区的数

据并没有另行公布，所以县级层面数据的选用会使得样本量大幅减小，也正是出于这个原

因的考虑，本文在基础回归部分采用的是地级市层面数据。从表 3第（1）列给出的回归结

果看，核心解释变量就近入学的系数仍然在 1%显著水平上为正，说明入学方式的差异对

教育满意度的影响仍然存在，我们的回归结论较为稳健。

2.进一步控制少儿特征及学校特征。另一种导致上述回归结果出现偏误的重要原因是

遗漏变量，在下文异质性分析中，我们将少儿入学阶段进行了划分，发现对子女所处的不

同上学阶段，入学方式对家长教育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影响存在差异。所以在该部分我们进

一步控制了少儿的特征，具体包括孩子的性别、年龄、年龄的平方，同时为了克服遗漏学

校特征对估计结果的偏误，我们在控制变量中进一步控制了学校的特征，即该少儿所在学

校是否为重点/示范，是=1，否=0，少儿是否在重点班，是=1，否=0。表 3第（2）列给出

了回归结果，从结果来看，在进一步控制了少儿特征及学校特征后，主要解释变量是否就

近入学的系数和显著性均与基准回归结果基本保持一致，进一步说明我们的基本结论是稳

健的。

3.仍然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理论上来说，我们无法排除可能存在遗漏重要变量以

及反向因果的问题，所以估计的结果可能会由于内生性问题而出现估计偏误。为了克服遗

漏变量带来的估计偏误，我们在回归中尽可能的控制了相关的控制变量。但是仍可能会存

在家长教育满意度与入学方式之间的反向因果关系，即子女入学方式会通过直接和间接的

方式影响家长教育满意度，家长教育满意度本身也会对子女入学方式产生影响。基于所研

究问题和所能得到的数据限制，本文将通过以下手段尽可能的降低或解决存在的内生性问

题。

基于我国绝大多数地区均实行学区划分的事实，子女是否能以就近入学的方式入学的

决定性因素是户口或居住地是否在所划学区内②。不少想择校到基础教育较强学区的家长，

就选择合适的时机将子女的户口转入“择校”所在区县的“指定区域”，从而达到按照“就

近入学”也能上个“好学校”的目的。为了降低这种反向因果的可能性，我们将进一步将

①
县级层面数据来自于 2012、2014和 2016年县区所属省份及地级市统计年鉴。

②
绝大部分地区依据适龄儿童的户籍所在地状况而定。



样本中“为入学而改变户口或居住地”的样本排除掉，因为一旦家长为其子女选择了入学

方式后，短期内变更入学方式的可能性比较低，所以入学方式受到教育满意度影响而发生

改变的概率较低，相应的反向因果关系造成的内生性问题的可能性也较低。表 3第（3）列

给出了回归结果，结果显示，与基本回归相比，核心解释变量就近入学的系数值略有减小，

但仍显著为正，说明我们之前的结论是可信的。

另外，正如有关文献提到的（高琳，2012），作为一种个体主观评价，问卷中受访者提

供的教育满意度不可避免地受到个人偏好及预期等因素的影响，受访者可能会高报或低报

教育满意度，即教育满意度真实程度比较低。在基本回归中我们已经尽可能的控制了影响

家长做出教育满意度判断的特征，此处我们考虑进一步控制家长对子女教育的重视程度或

者说关心程度，从而达到一定程度上控制主观满意度准确性、真实性的目的。幸运的是，

在历年调查问卷中提供了类似问题：问题 1：“如果满分 100分，您期望孩子本学期/下学

期的平均成绩是多少？60、70、80、90、100分。”问题 2：“您希望孩子念书最高念完哪一

程度？文盲/半文盲、小学、初中、高中、大专、大学本科、硕士、博士、不必念书。”为

此，我们在表 3第（4）-（5）列分别进行了检验，回归结果显示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和显

著性均与基准回归结果基本保持一致，说明我们的基本结论是稳健的。

最后，我们还寻找了就近入学的工具变量来处理内生性问题。参照李磊等（2016）、张

璇、杨灿明（2015）、王伟同、魏胜广（2017）等选取工具变量的方法，使用本地区中删除

本人以外的其他人的就近入学率作为本人的工具变量。使用该工具变量的原因在于，一是

同一地区适龄儿童是否能就近入学往往具有较强的相关性，因为同一地区的适龄儿童面临

相同的政策环境，在相同的入学政策下，适龄儿童入学方式相关性比较高，满足工具变量

的相关性条件；二是由于删除了本人子女的入学方式信息，其他适龄儿童的就近入学率不

会直接影响到本人的教育满意度，避免了其与扰动项相关，满足工具变量的外生性条件；

三是这种构造工具变量的方法已在已有文献中被广泛采用，并且也取得了不错的估计效果。

为此，我们分别计算了每个家长子女除自身外本市县其他少儿的平均就近入学比例，并使

用其作为工具变量进行估计，估计结果见表 3第（6）列就近入学的系数仍显著为正，表明

我们之前的结论是可信的。

表 3 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

(1) (2) (3) (4) (5) (6)
Satedu Satedu Satedu Satedu Satedu Satedu

Nearby 0.331***
(0.121)

0.254***
(0.079)

0.263***
(0.077)

0.269***
(0.074)

0.430***
(0.139)

0.442***
(0.106)

Score_obtain -0.003
(0.003

Education_ obtain -0.098**
(0.047)

孩子特征 No Yes No No No No

学校特征 No Yes No No No No



其他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地区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年份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Constant 3.679*
(1.924)

4.360***
(1.374)

5.084***
(1.375)

5.098***
(1.371)

1.285
(3.225)

4.752***
(1.354)

N 3,729 9,544 9,428 9,838 2,444 9,869
注：（1）*、**和***分别表示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2）（1）-（6）列回归结果中括号内的标准误是稳健标准误。

（三）异质性分析

首先，考察学生所属学段不同导致的异质性问题。义务教育是国家学制系统中强迫教

育阶段，并进一步分为初级教育阶段和初级中等教育阶段。对家长而言，不同的教育阶段

对孩子的教育期望也随之不同，所以有必要将区分不同教育阶段考察入学方式对家长教育

满意度的影响。为了检验这种异质性将义务教育分为小学与初中，估计结果如表 4（1）-

（3）列所示。

表 4 考虑异质性的回归结果

(1) (2) (3) (4) (5) (6) (7)
全样本 小学 初中 重点 非重点 乡村 城市

Satedu Satedu Satedu Satedu Satedu Satedu Satedu
Nearby 0.276***

(0.073)
0.466***
(0.103)

0.053
(0.112)

0.333***
(0.099)

0.187***
(0.109)

0.330***
(0.099)

0.191*
(0.110)

其他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地区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年份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Constant 4.954***
(1.331)

3.371**
(1.401)

5.954**
(2.607)

0.714
(1.684)

5.919***
(1.598)

2.054
(1.870)

6.191***
(2.019)

N 9,869 6,967 2,902 5,192 4,627 5,162 4,608
注：（1）*、**和***分别表示 10%、5%和 1%的显著性水平；（2）括号中的标准误是稳健标准误。

其次，考察学生所属学校是否为重点/示范造成的异质性。重点学校制度是国家在特定

的历史阶段为了快速培养急需人才将紧缺的教育资源向一部分学校倾斜的制度，但是随着

应试教育的愈演愈烈，重点学校制度的弊端也随之显现。我国 2006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义务教育法》明确规定不得办重点学校，虽然国家规定取消了重点学校制度，但是原

来的重点学校在教师和教学设施配备上还是要优于普通学校的，所以这种学校差异还是现

实存在的。那么入学方式对家长教育满意度的影响可能会因这种学校差异存在不同，为了



检验这种异质性我们将样本按照少儿所上学校类型分为重点学校和非重点学校
①
，估计结果

如表 4（4）-（5）列所示。

最后，考察样本所属城乡类型不同带来的异质性问题。就近入学其本质是我国现阶段

教育资源分布不均，为了保障适龄儿童能够公平的接受义务教育而采取的政策措施。而现

阶段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教育投入和教育资源分布在城乡之间存在较大差异，从而

家长教育满意度可能随之呈现不同的特点。为了检验这种异质性，我们分别将样本按照

2012年国家统计局城乡分类分为城市和乡村。估计结果如表 4第（6）-（7）列所示。

表 4（1）-（3）列分别是全样本、小学和中学阶段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小学阶段就

近入学的系数显著为正，而中学阶段的就近入学的系数为正但不显著，表明小学阶段就近

入学方式更能让家长满意，这和上文基础回归部分我们的猜测相吻合，即小学生一般年龄

比较小，身体和智力都在发育阶段，孩子从家到学校的距离相对较近的话，路上所花时间

更短，这样不仅可以保证孩子有更多的时间休息或参加课外活动，而且可以降低孩子在上

学路途中发生危险的概率，不仅有利于孩子的健康而且使得家长更放心。另外这有可能与

我国的基本国情有关，即按照中国的义务教育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以及其

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小学生升入初中就读是不需要升学考试的，基本上是小学毕业生

按学校划片采取“对口直升”的办法免试就近入学。而且小学的开始也是子女接受正式教

育的开端，家长根据自己的观念认识和偏好，大多会在子女进入小学时就对其采取何种入

学方式做出了选择，小学的确定基本上就已经决定了对应的初中，所以相对于初中而言，

小学的入学方式更受家长们关注。表 4第（4）-（5）列分别是将样本划分为重点学校和非

重点学校的回归结果，核心解释变量就近入学均显著为正，但是相对于非重点学校，重点

学校样本就近入学的回归系数更大，表明入学方式的差异对家长教育满意度的影响在重点

学校更为突出，这一结果的得出也比较符合我们普遍的认知，即重点学校的入学方式更受

家长重视。表 4第（6）-（7）列分别是将样本划分为乡村和城市的回归结果，核心解释变

量就近入学均显著为正，但是相比较于城市样本，乡村样本就近入学的系数更大，且显著

性更强，表明入学方式的差异对家长教育满意度的影响在乡村更突出。因为从 2006年起农

村义务教育阶段开始实施“两免一补”政策，相对于其他入学方式，如果子女按照当地政

府划分的学区就近入学基本不用有额外花费，这对于收入水平较低的农村家庭来说无疑可

以减少子女在教育上的支出，从而可以有更多的钱花费在其他方面，所以在乡村就近入学

方式对家长教育满意度的影响程度更大。

（四）机制分析

尽管就近入学方式可能存在一定的缺点，但就近入学作为我国现阶段解决教育资源分

布不均匀的一种方式，有其存在的合理性，而且通过前文的实证研究可以发现，总体来说，

就近入学作为一种政府提供教育公共服务的供给方式相对更符合公众的期望。综合已有文

献研究及现实经验，我们认为就近入学方式可能影响居民教育公共服务满意度的机制如下：

一是中小学生年龄相对较小，对于这个阶段的孩子的安全是比较受到家长关心的。由

于中小学生年龄较小，身体各方面机能尚未发育完全，加上爱玩的天性，在交通拥堵越来

越严重的今天，孩子在上下学路上所花的时间越长也意味着潜在的危险越大，Armstrong &

① 在调查问卷中，提供了该少儿就读的学校是否是示范学校（包括重点学校）的问题。



Manion （2006）的研究也支持了这一点，他们的研究表明上学路途时间的缩短将可以大

大降低孩子在上学途中发生危险的可能。另据南京市交管部门统计的 2014年 6 月 1日至

2015年 5月 31日以来 0至 14岁儿童发生的交通事故情况，涉及儿童的事故占全市事故总

量的 3.42%，事故造成未成年人伤亡的人数占交通事故总伤亡人数的 5.18%，早上（6时-8
时）、午间（11时-14 时）、傍晚（16时-18 时）发生涉及儿童交通事故起数占儿童交通事

故起数的近 7成。这三个时段主要是学生在校外的高峰时间段，路面上儿童人数量增多，

上学和放学的时候车辆也明显增多，发生交通事故的危险性也在明显增加。所以，相较于

其他入学方式，就近入学可能使得孩子从家到学校花费更少的时间，从而成为家长们青睐

于就近入学的原因。在文章中我们验证了入学方式的不同对少儿上学路上所花时间造成的

差异，结果如表 5第（1）列所示，即相比于非就近入学的少儿，就近入学的少儿在上学路

上所花时间更少。

二是就近入学可能使得孩子拥有更长的睡眠时间。因为充足的睡眠对于正在成长发育

期的孩子来说至关重要，如果家长给孩子选择了一个离家远的学校，孩子将面临每天要比

别的孩子早起、晚睡的局面，长时间的睡眠不足对中小学生造成的伤害会是持久、不可逆

的。所以，在这个阶段的孩子的家长在为孩子选择学校的时候，很可能会考虑到由此带来

的孩子睡眠时间长短的问题。为了验证这一点，我们首先根据问卷中提供的上学期间少儿

睡觉和起床的时间计算了少儿在上学期间的睡眠时间，然后估计了入学方式的不同对少儿

睡眠时间的影响，结果如表 5第（2）列所示，结果表明，相比于非就近入学的少儿，就近

入学的少儿上学期间平均睡眠时间更长。

三是家庭被公认为是孩子成长的第二校园，家庭成员尤其父母可以根据孩子的特点引

导孩子养成良好的生活和学习习惯，家长与孩子的相处在孩子健康成长过程中发挥着不可

忽视的作用，就近入学减少上学路途中所花费的时间可能会使得家长与孩子有更多的相处

时间，与孩子相处机会的增加可以让家长有更多的机会了解孩子成长过程中的方方面面，

其中自然就包括孩子在学校的受教育情况，进而可以影响到家长对教育公共服务的态度。

由于问卷中没有涉及到孩子每天与家长相处的时长，为了验证这一点，我们使用了问卷中

“自本学期开始以来/上学期，您经常和这个孩子讨论学校的事情吗？”这一问题的回答是

家长与孩子谈学校里的事的频率，我们使用这一指标作为家长与孩子相处情况的代理变量，

频率越高代表孩子与家长相处机会越多，结果如表 5第（3）列所示，结果表明相比于非就

近入学的少儿，就近入学的少儿与家长相处的更多，考虑到寄宿生由于回家的频率较低的

情况，我们在表 5第（4）列中将寄宿生排除掉，就近入学的系数依然显著为正。

四是就近入学是在当地政府划定的政策范围内入学，家长省去了为孩子入学而缴纳的

高昂的所谓“择校费”或者“借读费”、托人找关系的“人情费”、以及其他非就近入学而

产生的额外费用，从而可以使得省下的钱花在其他需要的地方，进而增加其福利效用。表

5第（5）列为不同入学方式对少儿家庭所花教育费用的影响的回归结果，结果表明就近入

学与非就近入学相比，家庭所花教育费用普遍更少，也就是说教育费用的减少将可以使该

家庭花费在其他需要地方的可支配资金变多，进而增加其福利效用。

表 5 机制分析

(1) (2) (3) (4) (5)
Minutes_scho

ol
Minutes_sleep Communicatio

ns
Communicatio

ns
Ln_fee

Nearby -3.356***
(0.512)

4.466***
(1.566)

0.090**
(0.040)

0.107**
(0.049)

-0.589***
(0.066)



其他控制变

量

Yes Yes Yes Yes Yes

地区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年份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Constant 10.750
(7.316)

618.370***
(25.064)

4.962***
(0.907)

5.361***
(1.018)

2.797**
(1.149)

N 8,639 9,520 9,583 8,305 9,539
注：（1）*、**和***分别表示 10%、5%和 1%的显著性水平；（2）括号中的标准误是稳健标准误。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使用CFPS2012-2016年微观调查数据集从入学方式的角度研究了义务教育阶段教

育公共服务供给方式对家长教育满意度的影响，并对相关影响机制进行了探讨。研究结果

表明：（1）与其他入学方式相比，子女入学方式为就近入学的家长教育满意度更高，该结

果在考虑了内生性问题及进行相关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在后续的机制验证中，我们发

现少儿上学路上所花费的时间（或者说家校距离）和家庭福利效应的变化是影响入学方式

选择的重要影响机制。（2）分组检验表明，义务教育阶段入学方式对家长教育满意度的影

响还因子女入学阶段、学校类别、城乡之间存在差异，即入学方式在少儿小学阶段、重点

学校、乡村对家长教育满意度的影响更明显。（3）同时还发现单纯的增加生均教育支出并

不能提高家长教育满意度，甚至会产生负面的影响，我们认为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有二，

一是教育公共服务支出的高投入并没有有效转化为高产出；二是家长教育预期与实际获得

存在较大落差，甚至由于入学政策的不合理性等因素的限制导致在现有教育公共服务供给

方式下其子女无法获得公平均等的教育公共服务。这一结果的得出也为我国如何保障教育

财政可持续性提供了启示。

根据以上结论，本文的政策含义如下：（1）教育公共服务的提供目的是要改善民生，

家长作为重要的评价主体，其对子女所受教育服务的满意程度应该得到足够重视。政府在

制定教育公共服务供给决策时，不仅要在供给侧发力，还应从公共服务需求侧考虑公共服

务接受者的诉求，利用手机 App、电脑客户端、社会公益组织等方式建立采集居民公共服

务满意度的大数据平台，根据反馈结果不断调整和创新公共服务供给。（2）政府在提供教

育公共服务的时候，不仅要考虑供给的数量和质量，更要重视供给的方式，在老百姓心里，

提供多少固然重要，但是如何获得和获得多少更是他们所关心的。（3）之所以会出现各种

“择校”现象，其本质是现阶段我国教育资源供给不充分，分布不均匀。政府在进行教育

投入时应尽量做到均衡，向教育资源匮乏的地区及学校加大倾斜力度，根据老百姓的教育

需求和预期差异在教育阶段、城乡等层面进行差异化供给；在分配教育资源时应合理划分



学区，在不能保证绝对均衡的情况下，尽可能做到各地区教育资源配置大致均衡，从根本

上打消家长为子女择校的动机。（4）单纯增加教育公共服务支出可能会出现供给过度、投

入-产出效率低下的情况，但并不等于就要减少供给，而应该找出问题原因之所在，不断完

善公共服务供给方式，提高公共服务供给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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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 Supply Method and Education Satisfaction
- An Investigation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the Method of Admission

LVWei WEI Shengguang WANGWeitong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Dalian, China )



Abstract：This paper uses the CFPS2012, 2014 and 2016 three-phase micro survey datasets
to study the impact of the public service provision of compulsory education on parental
education satisfa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dmission methods, and discusses the relevant
impact mechanisms.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compared with other methods of enrollment,
the educational satisfaction of parents whose children enrolled nearby is higher. In this paper, a
series of robustness tests are carried out from various angles, an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nclusion is robust and credible. The group test shows that the impact of the compulsory
education enrollment mode on parental education satisfaction is also due to the differences in the
enrollment stage, school type and urban and rural areas. Further analysis found that differences
in enrollment patterns may affect parental education satisfaction by affecting the time spent on
schooling, the time spent sleep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s and children, and the state of
family welfare. This study will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 formulate and
evaluate public service policies.

Keywords: Demand Side; Supply Method of Public Service; Educational Satisfaction;
Admission Method; School Attendance by Proxim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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